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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设计思路中常被考虑的道德理论主要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然而义务论

的抽象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计算都忽视了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最终表现出缺乏“情境敏感性”。 相反，美德伦理注

重经验知识的学习过程，以一种开放、动态的理论特质来适应复杂道德情境，而强化学习同样注重动态学习过程。 因

此，美德伦理与强化学习具有理论相洽性，二者的结合使人工智能体道德强化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这也是立足于现实

复杂道德情境之最佳的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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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体在

人类社会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面对“人机共生”的
社会情境，人类试图从各个层面对人工智能体进行

规范，其中对人工智能体进行道德设计是当下的一

个热点问题。 但用何种道德理论来设计呢？ 通常

被考虑的理论主要有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

伦理。

一、道德机器的义务论路径缺陷：
抽象原则与具体道德情境的不可调和

　 　 康德是道德义务论的代表，他的思想影响深

远。 关于什么是义务，有两点值得我们去考虑：一
方面，康德认为义务是包含着一个善的意志的概

念；另一方面，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一个

行为的必然性。〔１〕４０３ － ４０７ 而要以“善的意志”为出发

点来设计人工智能道德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人工智能体的意志问题

在理论上悬而未决，争论较大。 较为经典的是摩尔

（Ｊａｍｅｓ Ｈ． Ｍｏｏｒ）曾经将道德代理分为四个层次，由
低到高依次为：“伦理影响代理（ ｅｔｈｉｃａｌ － ｉｍｐａｃｔ ａ⁃
ｇｅｎｔｓ）”“内隐式伦理代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显式伦理代理（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完全伦理

代理（ｆｕｌ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而最高层次的“完全伦理

代理”只有人类才具有，它需要有“意识、意向性和

自由意志”，这不仅是人工智能体无法跨越的红线，
而且还是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关键本体论差异”。〔２〕

那么能否从“法则”入手来设计人工智能道德呢？
康德提出了一条非常有名的“定言命令式”，即：“要
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

个准则去行动。” 〔１〕４２８而这一“命令式”就是义务遵

循的法则，是“义务的一切命令式的原则” 〔１〕４２９。 简

单来说，从“法则”入手来设计人工智能道德至少有

两个步骤：（１）存在一种道德准则；（２）这一道德准

则能够接受普遍法则的检验，或者说道德准则可以

普遍化。 顺利完成第一步骤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准则是行动的主观原则”，主体可以对其进行规

定。〔１〕４２８但第二步骤往往难以实现，因为现实的道德

情境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将具体道德准则抽象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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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法则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阿瓦德（Ａｗａｄ）等人

的跨文化“道德机器实验”已经证实，受不同文化传

统、经济、法制状况等方面的影响，很难在全球建立

一种普遍化的无人驾驶汽车道德行为准则。〔３〕

然而，这还不能从根本上阻碍一些学者构造

“康德式道德机器”的步伐。 芭芭拉·赫尔曼（Ｂａｒ⁃
ｂａｒａ Ｈｅｒｍａｎ）在《道德判断的实践》一书中设想了

“康德式道德机器”设计方案：（１）道德机器必须

“具有一种自然的描述性语言”；（２）道德机器的核

心是拥有“道德上突出的特征清单”；（３）道德突出

特征与自然描述之间具备“恰当的相互关系的映射

指令”。〔４〕１１８ － １１９赫尔曼的这一设想十分有吸引力，但
问题是：它是否就是“康德式”的道德机器呢？ 或者

说，内嵌于机器的“道德突出特征清单”能否与康德

的道德法则相类比？ 赫尔曼关于“康德式道德机

器”的设想与其“道德显著规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ａｌｉ⁃
ｅｎｃｅ，ＲＭＳ）”理论一脉相承，她认为这一理论能够

解决康德义务论的“义务冲突问题”。〔４〕１２３当出现义

务冲突时，道德行为者凭借“道德显著规则”将义务

冲突凸显出来，并且权衡特定情境中不同义务的

“分量”，为最终的道德判断提供依据。〔４〕１２３ － １２５ “道
德显著规则”之所以能够使道德行为者具备这样的

“道德敏感性”，是因为“这些规则在一种道德教育

中经习得而作为要素，它们把一个行为者对他情形

的感知结构化，以使他所感知到的是一个具有道德

特征的世界” 〔４〕１２１。 这也是赫尔曼在道德机器中设

置“道德突出特征清单”的理论来源，道德清单使机

器也具备一定程度的“道德敏感性”，进而为复杂道

德情境中的道德决策提供依据。 可以看出，“道德

显著规则” “道德突出特征清单”是通过“自下而

上”的经验习得获得的，不仅如此，赫尔曼也并不否

认“情感敏感性”对“道德显著规则”形成的积极作

用。〔４〕１２９而这样一种观念完全不符合康德道德学说

的本意。 康德之所以如此强调道德的普遍法则，意
欲彰显人的理性的力量，并且道德法则只有依据

“先天原则”才能有效，而人类的经验只是一种道德

“见证”，它不构成“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据，更不是

道德感知结构化的关键，在康德那里，道德法则、内
在道德感知结构只能通过“自上而下” 的方式获

得。〔５〕 因此，赫尔曼与康德道德思想背道而驰的道

德机器只能是一种伪“康德式道德机器”。 还有学

者试图通过“普遍化准则（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ｅｄ ｍａｘｉｍｓ）”、
“默认规则（ｄｅｆａｕｌｔ ｒｕｌｅ）”背景理论、“准入 － 纠错

（Ｒ － ｉｎ ａｎｄ Ｒ － ｏｕｔ）”机制等理论来解决“康德式道

德机器”的设计问题，但或者是因为无法解决抽象

原则与具体道德情境的冲突问题，或者违背康德思

想使本该“普遍化”的道德法则过于具体化等原因

而止步不前。〔６〕

二、道德机器的功利主义路径缺陷：
难以计算的幸福

　 　 功利主义对以算法为核心的道德机器设计似

乎有着天然的优势，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很早就

提出，注重结果的功利主义实则是一种“道德运算

（ｍｏｒ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７〕如何运算呢？ 一般来说有如

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具体说明可能的行动方针 Ａ１……Ａｎ

或者行动规则 Ｒ１……Ｒｎ；
第二步，确定（预测）Ａ１……Ａｎ 或 Ｒ１……Ｒｎ 的

可能的后果 Ｃ１……Ｃｎ；
第三步，运用最大幸福原则（ＧＨＰ），从 Ｃ１……

Ｃｎ 中挑选出 Ｃｘ，得到最大幸福和 ／或最少不幸的

结果；
第四 步， 对 应 地 选 择 行 动 方 针 Ａｘ 或 规

则 Ｒｘ。” 〔８〕

就第一步而言，行动方针（Ａ１……Ａｎ）或者行动

规则（Ｒ１……Ｒｎ）是由设计师初始设置的，它具有确

定性。 而第二步中的后果（Ｃ１……Ｃｎ）只是作为一

种预测性的结果出现，然而智能技术的应用结果真

的能准确预测吗？ 当代伦理学家维乐 （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Ｖａｌｌｏｒ）认为技术的加速演进必将造成“技术社会模

糊性（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ｐａｃｉｔｙ）”，也即我们无法准确预

测采用新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９〕４４１至少在

道德领域将会表现出三种“模糊性”或者预测的不

准确性。 第一，幸福体验模糊。 机器深度参与的

人 －机交互生活和人类深度参与的传统生活给我

们带来的是不同的幸福体验，但这两种幸福时常会

发生冲突，在这两种不同的“幸福”拉扯下，幸福体

验变得模糊。 第二，技术效果模糊。 “技术并不仅

仅是由机械和电子设备组成的集合体， 而是汇集了

物体、人、实践和意义的复杂系统。” 〔１０〕１２０ 这种复杂

性导致了我们很难再通过技术单一设计来预测技

术效果，相反，技术效果由于各方力量的渗透融合

而变得模糊，最终会导致与之相关的道德责任归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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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分配的模糊。 第三，道德的“远距离”模糊。 “远
距离”首先体现在空间上，人工智能技术正进入我

们的“私人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亲密型技术（ ｉｎｔｉ⁃
ｍ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它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身体、
思想和生活世界”，技术的“空间”拓展意味着技术

道德风险覆盖面更广、更复杂，道德风险的不确定

性在增加。〔１１〕９“远距离”还体现在时间上，面对新兴

技术的快速发展，由于道德变革的滞后性，“在一段

时间内，我们不再确定该用什么道德标准来处理这

些影响，因为有关的技术剥夺了这些标准不言自明

的相关性和真理性” 〔１１〕１１。
接下来考察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第三步，看

“最大幸福原则”是否成立，或者说“幸福”能否量

化？ “幸福”能够量化的前提是它有一个公认的统

一定义。 亚里士多德尝试从美德伦理的角度定义

“幸福（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这一词常被翻译为“人类的

幸福（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福祉（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兴旺

（ｔｈｒｉｖｉｎｇ）或繁荣（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这些定义不仅多样

而且模糊，每一种翻译都包含不同层次、不同角度

的“幸福”描述。〔１２〕３８ 康德通过“自由意志”切断了

“幸福”与道德动机的联系，并且否认了在现实生活

中人类幸福的实现，肯定了幸福的彼岸性。〔１３〕 对于

彼岸的幸福该如何定义呢？ 这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问题。 功利主义对“幸福”的定义也不断更新，边沁

尝试用简单的方式来定义“幸福”，即借助“快乐与

痛苦的享乐主义概念”，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则在

此基础上对快乐进行了高低层次区分。〔１４〕 其实，无
论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对“幸福”都没有统一的

定义，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幸福”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幸福的概

念在生死观以及政治和宗教教义中起着核心作

用”，对“幸福”的定义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经验、愿望

的多层次理解。〔１２〕５６ － ５７

综上所述，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道德机器方案的

失败主要是因为义务论和功利主义过于注重道德

规则，强调规则的抽象性、框定和推算功能，它们无

法与具体、动态、复杂的现实道德情境相适应。 那

么什么样的道德理论以及实施方式能够适应复杂

道德情境呢？ 下面将利用美德伦理和强化学习的

理论资源来回应这一问题。

三、基于美德伦理的人工智能体道德
强化学习：面向情境的动态学习

１． 面向复杂道德情境的“实践智慧”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注重道德情境？ 这涉及人

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共识是，道德体现的

是人与世界交往的一种方式，即：我们应该如何对

待他人和自己？〔１１〕１３这是一个与生活实践紧密相关

的问题，当我们需要做出道德决策的时候，我们不

是拿着道德词典翻阅后再行动，而是凭借我们对道

德实践的理解、经验立即采取行动，我们进行道德

决策的前提是包含道德情境的道德实践教会了我

们该如何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道德规范

和道德诀窍以具体化的知识和默契化的形式存

在” 〔１１〕１３。 这里指出了在现实中进行道德决策的一

个前提条件：学会利用道德经验知识解读道德情

境。 而这也恰恰是美德伦理所具备的重要特质。
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美德知识的重要性，这与

他能够深刻洞察到美德实践的不确定性有关，亚里

士多德曾经形象地将美德实践比喻成“健康” “医
疗”“航海”等问题，肯定了美德实践过程中包含着

众多不确定性，因此主张美德行为“只能因时因地

制宜”，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运用 “ 实践智

慧”。〔１５〕３８亚里士多德不仅认识到“明智①是一种同

人的善相关的、 合乎逻各斯的、 求真的实践品

质” 〔１５〕１７３，而且认为“实践智慧”既需要“普遍的知

识”，又需要“具体的知识”，“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

识”，而“具体的知识”就是指经验知识〔１５〕１７７ － １７８。 亚

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美德伦理研究者

的赞同或者阐发。 罗森（Ｓｔａｎｌｅｙ Ｒｏｓｅｎ）认为，“实践

智慧”是一种能够将我们的内在目的和当下复杂情

境相调适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的“筹划”下，我们采

取正确行动。〔１６〕 此处的“实践智慧”道德知识被看

作是调适目的、情境、美德行为的实践工具，具有较

强的功能性特征。 赫斯特豪斯 （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Ｈｕｒｓｔ⁃
ｈｏｕｓｅ）则将“实践智慧”理解为一种能力型知识，认
为“实践智慧是对实际问题进行正确推理的能

８５

① 译文中“实践智慧”被翻译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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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１７〕１３，同时强调这种知识不是一种抽象、普遍的

知识，而是基于个体对“人性或人类生活方式”的深

刻理解，是一种独特经验性的“知识” 〔１７〕１４４ － １４５。 李

义天明确了“实践智慧”的推理程序：第一环节是基

于“情境的感知”形成“特殊知识”；第二环节“激活

关于目的的普遍知识”；第三环节“慎思”，谋求“手
段和方法”；第四环节是对第三环节的结果进行“抉
择”；第五环节是“手段和方法”的“实施”。〔１８〕 需要

注意的是，美德伦理“实践智慧”之所以如此注重经

验知识是因为它符合道德认知的规律，即我们关于

道德的判断是基于道德活动过程中的建构性的具

体，并最终经过具体 － 抽象 － 具体的过程回到道德

实践，也即是一种既依赖于我们的经验性知识，也
为我们构建新经验的边学边做过程。 这一动态特

征明显区别于基于提前设定好的普遍法则的义务

论和基于抽象“道德运算”的功利主义。
２． “道德专业知识”与“状态 －行动”
美德伦理的边学边做过程与人工智能领域的

强化学习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理论完美契合。
强化学习注重智能体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依靠自

身经历进行学习，其基本模型原理为：特定状态

（ｓｔａｔｅ）下的人工智能体（ａｇｅｎｔ）在具体环境中（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执行行动（ａｃｔｉｏｎ），在与环境进行交互过程

中产生新状态，同时获得奖励（ｒｅｗａｒｄ），当行动有利

于目标时产生正向奖励，不利于目标时产生负向奖

励，正向奖励增加类似环境下特定行动的执行概

率，负向奖励则会减少特定行动的执行概率。 简图

如下：

图 １　 强化学习结构简图

通过图 １ 可以看出，强化学习包含了状态模

块、行动模块与奖励模块，移植到道德决策理论，状
态模块类似于道德认知，行动模块类似于道德行

为，奖励模块其实是对道德认知的调节过程，环境

可以对应于道德情境。 问题的焦点是状态模块（道
德认知）是提前设定的还是在环境中自主学习的？

如果是提前设定的，则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没有本

质的区别。 如果是自主学习的，该如何实现呢？
有学者曾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生物神经网络模

型———时空联想记忆网络（ｓｐａｔｉｏ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简称为 ＳＴＡＭＮ）作为时空经

验的知识表示” 〔１９〕１１。 基于 ＳＴＡＭＮ 模型的强化学

习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突出人工智能体的自主

认知能力；第二，“可以实现增量式学习，不断记忆

新知识”，并保留经验知识与情境之间的关系，且可

以重新激活。〔１９〕５８其相关的结构图如下：

图 ２　 与知觉直接相关的时空联想记忆结构〔１９〕５９

这样的结构设计尽可能地还原了智能体在与

环境进行交互过程中的情境信息，实现了经验知识

的“具体化”，它的好处是保留了知识与情境的匹配

关系，而非脱离情境的“抽象化”原则。 另外，“增量

式学习”也能保证经验的“日积月累”，而非机械地

新旧替代或者不变。 所有这些特点都完全满足美

德伦理基于“实践智慧”的道德认知模式，既保留了

道德情境化特征，又符合美德“增量式”习得过程。
现代道德认知理论强调美德是可教、可学的，认为

“道德专业知识”可以通过“沉浸式”方法系统地建

构，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建构“识别性知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第二层次是建构“细节

性知识（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第三层次是建构

“程序性知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第四层次是

建构“执行性知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７２１ 我

们可以用 ＳＴＡＭＮ 结构图中的最下面一层来训练道

德机器第一层次的道德“识别性知识”，为道德机器

设计多样化的情境识别系统，综合识别道德情境；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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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 ＳＴＡＭＮ 结构图的中间层来训练道德机器第

二层次的“细节性知识”，对道德情境的独特性细节

特征进行响应；道德机器第三层次“程序性知识”和
第四层次“执行性知识”都可以通过 ＳＴＡＭＮ 结构图

的最上层来设计。 笔者认为“程序性知识”对应的

应该是某种方法性知识。 在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

中类比方法被经常用到，他强调，“德性是一种适

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 〔１５〕４７，就像勇敢，它
既不是懦弱，也不是鲁莽，前者是不足，后者是过

度〔１５〕３８。 中间、不足、过度这些描述常被用于算术、
几何学，亚里士多德借此类比美德，所以有学者认

为“算数类比奠定了亚里士多德整个德性学说的基

础” 〔２１〕。 那么如何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掌握类比

这样的“程序性知识”呢？ 分类是类比的前提，在不

同情境中通过类比来准确把握美德行为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分类问题，而隐藏层神经网络模型可以解

决复杂的分类问题，其基本结构图如下：

图 ３　 隐藏层神经网络〔２２〕

上图的网络层可以分为三类：输入层 （ ｉｎｐｕｔ
ｌａｙｅｒ）、隐藏层 （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ｙｅｒ）、输出层 （ ｏｕｔｐｕｔ ｌａｙ⁃
ｅｒ），每个网络都有一个输入层和一个输出层，而隐

藏层的设计增加了网络模型的复杂程度，提高了模

型的非线性程度，从而可以拟合更加复杂的问题，
最终其更接近真实的美德类比方法。 因此，在此基

础上可以训练机器掌握类比这一道德“程序性知

识”。 最后来看“道德专业知识”的第四层次———
“执行性知识”，它连接着“认知 － 执行”，体现在

ＳＴＡＭＮ 结构图最上层的“知觉状态 － 行动节点”的
结构中。 “知觉状态节点用来记忆机器人的观测状

态”，“行动节点用来记录机器人的动作”。〔１９〕６１ － ６２从

“知觉状态”到“行动”的传递原理如下：当机器人与

环境交互时，“知觉状态”就会被内部激活，此时机

器人会按照“目标相关的状态 － 行动值函数”选择

对应的“行动”。〔１９〕６２ － ６３可以说，“行动”取决于被激

活的“知觉状态”和“目标相关的状态 － 行动值函

数”，道德的“执行性知识”就应当是指与道德目标

相关的“状态 － 行动值函数”，它反映的是环境 ／道
德情境信息与行动 ／道德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这
种关系是机器通过强化学习，具体来说是通过“接
近目标 －获得奖励”的正反馈机制训练而构建的。

３． 美德目标与“奖励”
目标决定了“奖励”函数的赋值情况，在道德强

化学习中起着引导作用，在强化学习中，“目标 － 奖

励”“负责引导神经网络挖掘状态信息中的决策相

关因素并经过提炼后用于行动的计算生成” 〔２３〕。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反映“目标 －奖励”的关系：

ｆ（ｘ） ＝
正值（ ＋ ），接近美德目标

负值（ － ），与美德目标无关{
当接近美德目标时，奖励值为正，正向奖励最

终增加目标相关行动的执行概率；当与美德目标无

关时，奖励值为负，负向奖励最终减少目标无关行

动的执行概率。 那么，如何为人工智能体设计美德

目标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度（μεγαλοψυχι′ α）”是“德

性之冠”。〔１５〕１０８在古希腊语里，“大度”的本意是指

伟大的灵魂，它经常被用来形容“完满”的美德，也
即是美德发展的最高阶段。 廖申白在《尼各马可伦

理学》译注里指出“完满”的一种意指是“也要求具

备其他德性”，即“完满”是所有美德的总和。〔１５〕１０９

“所有”是指多少？ 我们很难给出完全的美德清单。
但维乐提出的简单版美德清单可以为道德机器美

德目标的设定提供参考，维乐针对当前新兴技术所

产生的道德环境不确定性和多元化挑战提出了十

二种核心技术美德：（１） “诚实”，包括“信任、可靠

和正直”；（２） “自制”，包括“节欲、自律、节制和耐

性”；（３） “谦逊”，要“认可技术社会知识和能力的

限制”，摒弃对技术力量的 “盲目信仰”； （４） “公

正”，包括“责任感、互惠意识和慈善”；（５）“勇气”，
包括“谨慎和不屈不挠”；（６） “同理心”，包括“同
情、慈善和怜悯”；（７） “关爱”，包括“慷慨、爱心和

服务他人”；（８） “礼貌”，“在全球网络化社会中与

其他公民和谐生活”，保持合作的态度； （９） “变

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道德情境中能够“可靠和熟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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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调节” 行为，包括 “耐心、自制、容忍和镇定”；
（１０）“前瞻性”，学会 “注意、识别和理解道德现

象”，包括“敏锐、关注和理解”；（１１） “慷慨”，包括

“镇定、勇气和雄心”；（１２） “智慧”。〔９〕４４７ － ４４８这些美

德是针对新兴技术社会复杂道德情境而提出的，例
如“变通”和“前瞻性”，其中有些美德与经典美德重

合，即便如此，维乐也赋予了它们新的道德情境适

应性内涵。 这些美德既可以指导道德机器设计师，
也可直接用于训练道德机器。 尽管要将这十二种

美德移植到机器身上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
它已经开始了，比如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强化

学习的机器人认知情感交互模型”，试图利用“情感

奖励函数”对“同理心”等美德进行设计。〔２４〕 此外，
“注意”“识别” “理解” “公正” “礼貌” “关爱”等美

德常常经由强化学习的方法被应用于机器人的避

障系统、情感系统中。 然而，美德清单的方法也存

在去情境化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我们要保

证清单中的美德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案例式学习

方法实现的，而不能一开始就将美德清单抽象化为

道德符号。 需要强调的是，美德清单只是从广度上

满足了美德伦理路径下道德强化学习的目标要求，
强化学习不仅要帮助道德机器掌握不同类的美德，
并且还要将道德机器培养成“美德专家”，即，从深

度上扩展美德，能将特定美德从简单情境扩展到复

杂情境。 美德专家“更擅长快速准确地解读道德情

境，并决定自己可能发挥的作用”，他们往往“会注

意到新手错过的细节和机会”，在解决复杂道德问

题时得心应手，反应快速。〔２０〕７１６因此，从深度上设计

道德强化学习目标的一条有效路径是，向美德榜样

学习，从他们身上取样，分析他们所具有的美德技

能。 纳尔瓦埃斯 （Ｄａｒｃｉａ Ｎａｒｖａｅｚ）分别从“道德敏

感性”“道德判断” “道德聚焦” “道德行动”四个阶

段列举了道德模范的美德技能，并认为每个阶段都

有七种需要练习的美德技能，整个专家模型中包含

有二十八种典型性美德技能，它们涵盖了“传统美

德”和“现代美德”。〔２０〕７１６ － ７１８

尽管这里分别从广度和深度上指出了典型性

美德目标，但从广度上来实现作为美德终极目标的

“完满”是不现实的，无论是人还是机器都不可能集

所有美德于一身，类似，从深度上来实现作为美德

终极目标的无限“卓越”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可以

说美德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上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

程，道德强化学习的每一步也是更接近美德目标，

或者说只是在特定领域实现了美德相关目标。 这

也正是美德伦理和强化学习的魅力之所在，它们的

相洽并不是偶然，二者都以一种动态学习特质面向

复杂情境，正是这样的理论特质使得基于美德伦理

的道德强化学习能够高度适应复杂道德情境。

四、结 语

道德是我们生活实践的产物，它是有情境的，
受我们的价值观、文化、政治、科技等多方面影响，
道德情境体现出多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今

日新月异的新兴技术更是强化了道德情境的这些

特征。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做出错误的道德决策或

推理，是因为不能准确地解读道德情境，或者面对

新的道德情境我们缺乏足够应对之道。 人工道德

代理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

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情境敏感性”，因此，很难利

用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道德理论来设计出与复杂道

德情境相适应的人工道德代理。 相反，美德伦理十

分注重经验知识的学习，美德习得不仅证明了道德

可学，而且体现为一种动态式学习过程，因此，美德

伦理可以适应道德情境的变化，能够合理地将美德

目标、美德行为与当下道德情境相调适。 而强化学

习同样注重学习过程，也是面向环境，在“目标 － 奖

励”的引导下执行合适的“行动”。 因此，完全可以

让人工智能体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来习得美德，具
体来说，“道德专业知识”为道德强化学习提供了合

理的学习路线图，美德目标为道德强化学习提供了

合理的学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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